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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进视角下风险沟通的研究进展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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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放在当下的公共卫生实践中看，风险沟通早已不只是信息传递的问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

发、数字平台持续改变健康信息的流通方式，社会信任问题又不断浮现，这些变化共同抬高了风险沟通在健

康促进中的重要性，也让它的职责从发布信息延伸到风险解释、行为引导、关系协调和信任建构等方面。本

文从健康促进视角出发，梳理相关研究的应用场景、功能结构与讨论脉络，并据此分析跨部门协同不足、常

态化信任培育偏弱以及风险关系协调不够充分等问题。如果把目光放到今后的实践，风险沟通显然不能再停

留在单向告知和危机应对上，而需要更多面向多主体协同、持续性信任建设以及关系协调导向的制度安排，

并配合评估与支撑机制不断调整和完善。只有真正进入健康促进与公共卫生治理的日常运行过程，风险沟通

才更可能成长为较为稳定的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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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isk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a crucial link connecting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health
communication practice, and public behavioral response. As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occur more frequently, digital
platforms intervene more deeply in the circul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and issues of social trust become
increasingly salient, the role of risk communication in health promotion has expanded well beyond simple
information delivery. It now encompasses risk explanation, behavioral mobilization, relationship co- ordination, and
trust buil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promotion,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major application
settings, functional structure, and research trajectory of risk communication, and analyzes its current limitations in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routine trust cultivation,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risk relationships. It argues that risk
communication should move from one-way public messaging to multi-actor collaborative communication, from
crisis-triggered response to routine trust building, and from technical optimization to institutionally supported
relational coordination. Only by being more deeply em- bedded in the systems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can risk communication develop from a communication tool into a stable governanc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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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健康促进并不只是倡导个体改变生活方式，它

更强调预防优先，并通过公众参与、环境支持和制

度安排塑造更有利于健康的社会条件[1]。在这样的

治理框架中，公共卫生事件反复出现，使风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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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成为左右公众认知判断、情绪反应和行动选择

的重要变量。尤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风险沟

通已被纳入应急体系的核心环节，而不再只是信息

发布的附属配套[2-3]。社交媒体固然提升了健康信息

的传播速度和覆盖范围，但也放大了误导信息、健

康谣言和“信息疫情”的扩散效应，风险沟通因此

面对更复杂、变化更快的传播环境[4-5]。

1.2 问题提出

已有研究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在健康促进框

架内，风险沟通并不只是传送信息的技术动作，它

同时牵涉风险认知塑造、建议行为采纳和制度信任

形成[6-9]。在传染病防控、疫苗接种和公共卫生应急

等场景中，沟通方式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公众如何理

解风险，也会影响其对防护建议、公共政策以及卫

生机构的接受程度[8,10]。也正因为如此，梳理风险沟

通的意义并不只是归纳不同场景中的传播经验，更

在于解释它如何从应急传播手段演变为健康治理机

制，并重新理解其在健康促进中的制度位置[11-12]。本

文将从应用范围、功能机制、主要不足与优化方向

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以说明风险沟通作为公共卫生

基础能力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2 风险沟通的应用扩展与功能演变

2.1 应用领域由应急场景延伸至日常健康治理

从应用范围看，风险沟通早已不限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这一传统场景，而是进入了日常健康管理

的多个领域。传染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仍是研究

最集中的部分，这类研究通常把风险沟通放在应急

管理链条中考察，关注政府和卫生机构怎样在高度

不确定的情境发布信息、解释专业判断、回应公众

疑问并组织防护行动[2,13]。疫苗接种很快也成为最活

跃的议题之一。和一般健康宣传相比，疫苗沟通更

紧密地嵌入个体风险感知、家庭决策和制度信任，

因此研究焦点不再只是单向传递科学证据，而更多

转向如何回应不确定性、处理副作用担忧以及建立

可信关系[7,14-15]。在慢性病管理、环境健康和生活方

式干预等日常健康促进场景中，风险沟通则更多表

现为持续性的健康解释、风险比较与医患协商，以

帮助公众理解长期、累积且情境化的健康风险[16-18]。

换句话说，风险沟通的实践边界已经从危机治理延

伸到常态治理。

2.2 功能重心由信息传递转向认知、行为与信

任联动

如果只把风险沟通理解成“告知风险”，其实

已经不足以概括它在健康促进中的作用。它更接近

一个把认知塑造、行为引导和信任建构串联起来的

综合过程。公众面对风险时，并不会机械接收专业

信息，而会在既有知识、情绪体验、信息框架和信任

结构的共同作用下重新理解风险。若沟通能够较好

地解释风险性质、比较风险程度并说明行为后果，

就更有可能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误判、恐慌或忽视，

进而提升公众理解风险和采取行动的准备程度[6,17]。

风险沟通还会影响建议行为能否真正被采纳。无论

是疫苗接种、个体防护、就医决策还是政策执行，公

众最终是否行动，都与沟通主体的可信度、表达方

式和具体情境密切相关[7,19]。此外，风险沟通还是制

度信任生成的重要路径。公众对卫生机构、医务人

员、专家系统和政策制定者的信任，会影响其对风

险信息的接受与转化，而持续、透明且具有回应性

的沟通，又会反过来稳固这种信任关系[8-10]。因此，

风险沟通实际上横跨认知、行为和制度关系三个维

度。

2.3 研究重心由实践经验总结走向治理机制讨

论

从研究路径来看，风险沟通研究带有鲜明的问

题导向、场景依赖和跨学科交叉特征。大量成果围

绕新发传染病、疫苗争议、食品安全、环境暴露以及

健康谣言等现实议题展开，因此能够较快回应公共

卫生实践中的现实压力[11,13]。不过，这种与具体事件

高度绑定的研究方式，也使理论积累容易受到事件

周期的限制。既有研究相当一部分聚焦传播效果评

估与实践经验总结，关注信息是否表达清晰、发布

是否足够及时、渠道能否有效覆盖以及培训机制是

否完善等问题[19-20]。这些成果对于改进实践具有直

接价值，但讨论重点往往仍停留在传播优化层面。

近年来，随着健康治理视角不断进入该领域，研究

重心开始转向多主体协同、常态化制度安排以及信

任生成逻辑等机制问题[8,12]。这意味着风险沟通研究

正在从以技术修补为主的经验总结，转向对治理结

构和制度能力的更深入讨论。

3 现有研究的主要不足

3.1 风险沟通偏重外部公众传播，跨部门协同

不足

从现有研究和实践来看，风险沟通的重点大多

还是落在政府、医疗机构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传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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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的主要是怎样更及时、更准确地向社会说明风

险，并引导公众作出响应[2,13]。这种理解具有现实基

础，因为在公共卫生风险情境中，公众确实是风险

信息最直接的接收者和行为执行者。但如果把风险

沟通简单界定为专业机构对外发布信息的过程，就

会弱化其在组织内部和跨部门之间的协调功能。健

康促进面对的从来不是单一政策事务，而是涉及医

疗、教育、宣传、社区、平台和媒体等多类主体的复

合性治理议题，不同部门在信息来源、表达逻辑、行

动节奏和责任边界上往往并不一致。倘若缺乏跨部

门的信息共享、口径衔接和联动响应，即便面向公

众的信息看似清楚，整体治理效果也可能因内部链

条失调而打折，甚至进一步引发新的不确定感和不

信任[11-12]。从已有研究看，多主体协同常被作为原则

性方向提出，但围绕协同结构、职责分配与运行机

制的实质分析仍然不足。这表明跨部门协同不足不

只是实践操作问题，也反映出风险沟通研究在治理

组织维度上的理论欠缺。

3.2 风险沟通偏重事件应对，常态化信任建设

不足

另需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和实践多围绕疫情暴

发、疫苗争议、食品安全等事件驱动型场景展开，风

险沟通常常只在危机到来时被迅速启动，带有明显

的应急性和临时性色彩[3,21]。这种模式固然能够回应

突发需求，却也容易让风险沟通停留在“事件发生

后再集中解释”的被动轨道上，使沟通呈现明显的

间歇性和工具性。事实上，公众对风险信息的接受

并不是危机发生时才突然形成，而是在日常经验、

制度印象、媒体接触以及既有信任关系中长期累积

的。换句话说，危机中的沟通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平时是否已经建立起稳定互动和基本信任储备。

相比之下，如何在日常健康促进过程中持续积累公

众信任、维持沟通联系并建设长期性的风险沟通制

度，仍未得到足够关注[8,14]。这也说明，风险沟通在

很多情况下仍被视为应急管理中的战术性安排，而

尚未真正转化为健康治理中的常规能力建设。一旦

遭遇重大争议或突发事件，沟通主体便不得不在较

低信任基础上仓促补救，由此不仅抬高沟通成本，

也削弱了健康促进的长期成效。

3.3 风险沟通停留于传播技术层面，尚未深入

风险关系协调层面

此外，许多讨论仍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例如

如何把信息表达得更清楚、如何选择传播媒介、如

何扩大覆盖范围以及如何提高辟谣效率等[19,22]。这

些问题当然构成风险沟通实践的基础，但如果研究

长期停留于媒介选择、话语设计和传播技巧，就容

易把风险沟通压缩成单纯的技术优化任务，而忽视

其更深层的关系治理属性。现实中的健康风险往往

牵涉政府、专家、医务人员、媒体平台与公众等多元

主体，而各方在风险判断、责任承担、证据可信度和

行动预期上并不会天然一致，甚至常常伴随价值立

场和利益诉求的分歧[10,12]。因此，风险沟通要处理

的，并不只是信息有没有被发出，更关键的是不同

主体能否在风险解释和行动方向上形成基本协调。

若缺少这种关系协调能力，传播越充分，反而越可

能暴露各主体之间的认知裂缝和责任冲突。也正因

如此，当前研究在协商机制、责任整合和共识建构

等方面的讨论仍显不足，这成为风险沟通难以由传

播策略升级为治理机制的重要限制。

4 健康促进导向下的优化路径

4.1 从面向公众传播转向多主体协同沟通

在优化方向上，风险沟通首先需要从单纯面向

公众的传播活动转向多主体参与的协同沟通。风险

沟通不宜只被理解为对外输出信息，而应放在政府、

医疗机构、社区、学校、媒体和平台等主体持续互动

的框架中加以把握。对健康促进来说，有效的风险

沟通不只是把某条信息说明白，更重要的是让不同

主体在风险解释、行动节奏和治理责任上形成相对

稳定的协作关系。为此，需要建立更稳定的信息共

享机制、口径协调机制和联动响应机制，使风险沟

通成为日常治理流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危机来临时

的临时拼接[20-21]。同时，也应重视基层社区、学校及

平台企业等非传统卫生主体的作用，推动其从配合

执行者转向积极参与者。多主体协同框架越稳固，

风险沟通越能服务于健康促进目标，并提升公共卫

生治理的系统性和一致性。

4.2 从事件应对转向常态化信任培育

风险沟通也不能总是围着危机事件打转，而应

尽早转入更常态化的信任培育过程。它不应只在危

机爆发时被动启动，而应嵌入日常健康促进和公共

服务的连续实践之中。对公共机构来说，危机沟通

是否有效，关键并不只在危机发生后的反应速度，

更在于平时有没有建立起稳定、透明且可持续的沟

通关系。通过持续发声、稳定互动和清晰说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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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可以在日常治理中逐步积累公众信任，并形成

更扎实的政策理解基础和风险容忍基础[8-9,14]。这也

提示我们，健康促进中的风险沟通应与健康教育、

社区服务、基层医疗以及数字平台互动结合起来，

使信任建设不再只是危机管理的附属议题，而成为

日常治理的重要任务。公众如果能在非危机时期持

续感知到信息透明、回应及时和关系稳定，危机来

临时的沟通才更容易获得理解与合作。

4.3 从传播技术优化转向风险关系协调

风险沟通的发展方向也不该停留在传播技术优

化，而应进一步转向风险关系的协调。实践中，关注

点不能只放在“怎样把话说清楚”，还要处理不同

主体如何理解风险、如何协商责任，以及如何形成

行动目标上的基本共识。尤其在健康促进场景中，

许多风险并没有简单明确的单一答案，而是牵涉专

业判断、公众经验、资源约束和价值取向之间的综

合平衡。因此，风险沟通需要承担解释差异、缓和冲

突与组织协商的功能，使信息交流同时成为关系调

适和行动协调的过程[6,10]。当风险沟通既能表达信

息、又能协调关系时，它才更可能发挥连接政府、专

家与公众的桥梁作用，推动健康促进中的风险治理

从单向告知转向协商共治，并提升治理决策的可接

受性与执行力。

4.4 完善风险沟通的评估与支撑机制

如果想让风险沟通真正走向制度化，评估与支

撑机制这一环迟早要补上。今后衡量风险沟通成效，

不能只看传播触达率、阅读量或短期舆情波动等表

层指标，而应建立覆盖认知、态度、行为和信任等维

度的综合评估框架，更系统地判断沟通是否真正改

变了公众理解、行为倾向及制度关系[8,14]。同时，评

估机制还应与政策反馈机制衔接起来，使风险沟通

不只是被动接受舆情检验，而能在持续监测中修正

策略、优化内容。数字媒体环境下的平台监测、谣言

治理、证据支持与快速响应机制建设同样越来越关

键。面对错误信息快速扩散、情绪化表达放大以及

算法推荐强化偏见等问题，风险沟通需要更强的数

据监测、事实核验与多平台协同能力[4-5,22]。这些制

度性支撑不仅关系传播效率，也关系风险沟通能否

长期稳定地服务于健康促进。

5 结论与讨论

据全文可看出，风险沟通在健康促进中的位置

已经明显变化：它不再只是应急状态下的信息发布

机制，而越来越接近贯穿风险认知、行为引导与制

度信任的综合治理机制[6-8,12]。围绕传染病防控、疫

苗接种、环境健康和慢性病管理等议题，现有研究

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材料，为理解公众风险认

知方式及传播效果差异提供重要依据[13-14,16-17]。但在

治理组织维度、常态化制度建设和风险关系协调等

方面，现有讨论仍显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风

险沟通由传播技术走向治理能力的理论深化[8,12]。

接下来的研究若还停留在单一事件、单次传播

活动或单个平台效果分析上，恐怕已经很难把风险

沟通的问题看完整。更有价值的做法，是把它重新

放回健康促进与公共卫生治理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考

察[8,11-12]。在这一框架下，多主体之间如何协调信息、

分配责任并形成信任，值得进一步展开；与此同时，

数字平台治理、基层健康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政策

实施，也有必要被放进同一分析视野，考察风险沟

通在不同制度场景中的组织、解释与动员功能。当

研究视角作出这样的调整之后，风险沟通才更可能

从应急传播工具成长为支撑健康促进和治理现代化

的基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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